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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生态尺度上景观破碎化对物种丰富度的影响

邱　 廉，陶婷婷，韩善锐，杨文宇，栾夏丽，邱燕宁，刘茂松，徐　 驰∗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要：生物多样性的地理格局及其形成机制是宏生态学与生物地理学的研究热点。 大量研究表明，景观尺度上的生境破碎化对

物种多样性的分布格局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尚不清楚这种作用是否足以在宏生态尺度上对生物多样性地理格局产生显著影

响。 利用中国大陆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物种分布数据，在 １００ ｋｍ×１００ ｋｍ 网格的基础上生成了这两个类群生物的物种丰富度地

理格局，进一步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和空间自回归模型研究了物种丰富度与气候、生境异质性、景观破碎化的相关关系。
结果表明，景观破碎化因子与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物种丰富度都具有显著的关联关系，其方差贡献率可达约 ３０％—５０％（非空间

模型）和 ６０％—８０％（空间模型），略低于或接近于气候和生境异质性因子。 方差分解结果显示，景观破碎化因子与气候和生境

异质性因子的方差贡献率的重叠部分达 ２０％—４０％。 相对鸟类而言，景观破碎化对哺乳动物物种丰富度的地理格局具有更高

的解释率。
关键词：景观破碎化；物种多样性；尺度；景观指数；景观格局；气候；生境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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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类活动已成为第六次全球大规模物种灭绝的主要驱动因素［１］。 导致生物多样

性丧失的主要因素中大部分与人类活动直接相关，包括气候变化、生境减少和破碎化、环境污染、外来物种入

侵等［２］。 其中，由土地利用和自然资源开采等人类活动导致原本连续的生境趋于破碎化是威胁生物多样性

的关键因素之一［３⁃４］。
生境破碎化的后果体现在诸多方面，例如生境斑块面积减小，生境斑块数量增加，斑块形状趋于不规则，

核心生境面积缩小，生境隔离程度增加等［４］。 这些景观结构的改变可能对一系列重要的生态过程产生显著

影响，例如在生境斑块的隔离效应的作用下，生物种群的迁移和定殖过程受到限制，生境斑块所支持的集合种

群规模变小从而限制种群的基因交流［５］。 生境破碎化的多种负面效应使得景观内物种存续能力下降，最终

导致整个系统的物种多样性减小［２］。 景观破碎化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已经成为当前保护生物学研究的重要

课题。 其中大量研究表明，在景观尺度上（空间幅度通常从几公里到数百公里）的破碎化对物种多样性具有

显著的负面影响，然而在更大的宏生态学尺度上（空间幅度为全国、大陆至全球），破碎化的生态效应仍不明

确。 相关研究发现，在宏观尺度上，景观格局因子在整体上对物种丰富度格局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６⁃９］，但同

时也有研究表明这种关系相对较弱［１０］。 总体上，景观破碎化对物种多样性宏生态格局的影响尚有待深入

研究。
为揭示景观破碎化在物种多样性宏生态格局的形成中的作用，本文以我国大陆为研究区域，利用景观指

数作为度量景观破碎化的变量，研究了景观破碎化对鸟类及哺乳动物物种丰富度的影响，以期深入理解物种

多样性地理格局的形成机制，并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提供参考。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本研究的研究区域为中国大陆（纬度范围约 ３５°，经度范围约 ６０°，海拔跨度近 ７ ｋｍ）。 我国具有复杂多

样的气候和地形，也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由于中国在末次盛冰川期中受到冰川气候的影

响较小，适合进行环境与物种丰富度之间的关联关系检验［１１］。
１．２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１．２．１　 物种丰富度数据

本研究所使用的物种丰富度数据（包括鸟类和哺乳动物）来自于中国物种信息服务（ＣＳＩＳ）数据库，其数

据库建立于 １９９６ 年并更新至今，包含 ５７５ 种哺乳动物、１３２８ 种鸟类［１２］。 物种多样性数据最初是以县级行政

单元为单位进行统计，为了消除空间尺度或面积对物种分布格局的影响，本研究将其转换为 １００ ｋｍ×１００ 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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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格，并剔除研究区域边缘土地面积不足网格面积 ５０％的网格（图 １）。
１．２．２　 环境变量

气候和生境异质性是生物多样性地理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１３⁃１４］。 本文选用空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 的 １９ 个

气候变量和 ２０ 个生境异质性变量来综合表征这两种主要因素。 年均气候数据（１９６０—１９９０ 年）及高程数据

下载自 ＷｏｒｌｄＣｌｉｍ 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ｃｌｉｍ． ｏｒｇ） ［１５］，生境异质性数据（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 ［１６］ 下载自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ａｒｔｈｅｎｖ．ｏｒｇ。 土地利用 ／覆盖数据（１ ｋｍ 分辨率，２０００ 年） 下载自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 ＧＬＣＦ，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ｏｒｇ）。 在 １００ ｋｍ×１００ ｋｍ 网格内分别计算各环境变量（表 １）。 本文采用 ４ 种景观指数

来量度景观破碎化（表 １、表 ２）。 计算景观指数前，将上述 １ ｋｍ 分辨率的 ＧＬＣＦ 土地利用 ／覆盖数据（包含 ２４
个类别）重新分成农田、林地、草地、裸地和水体 ５ 类［８］。 基于重分类的土地覆盖数据计算网格中的景观指数

（图 １），其中包括生境类型水平（对应单个土地覆盖类型）和景观水平。 空间数据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１ 中进行处理，
景观指数通过 Ｐａｔｃｈ Ａｎａｌｙｓｔ ５．２［１７］进行计算。

表 １　 气候、生境异质性与景观破碎化变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气候变量
Ｃｌｉｍａｔｅ

生境异质性变量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景观破碎化变量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年平均气温 增强型植被指数相关系数 景观水平⁃平均邻近指数

昼夜温差幅度 增强型植被指数幅度 景观水平⁃平均欧式最近邻接距离

等温性 增强型植被指数香农多样性指数 景观水平⁃斑块数量

温度季节性 增强型植被指数辛普森多样性指数 景观水平⁃斑块边缘密度

最热月份的最高气温 增强型植被指数标准误差 农田⁃平均邻近指数

最冷月份的最低气温 增强型植被指数均一性 农田⁃平均欧式最近邻接距离

年温差幅度 增强型植被指数方差 农田⁃斑块数量

最湿季度的平均气温 增强型植被指数对比度 农田⁃斑块边缘密度

最干季度的平均气温 增强型植被指数均匀度 森林⁃平均邻近指数

最热季度的平均气温 增强型植被指数熵 森林⁃平均欧式最近邻接距离

最冷季度的平均气温 增强型植被指数相异度 森林⁃斑块数量

年平均降水 增强型植被指数变异系数 森林⁃斑块边缘密度

湿度最大月份的降水量 增强型植被指数同质性 草地⁃平均邻近指数

湿度最小月份的降水量 增强型植被指数最大值 草地⁃平均欧式最近邻接距离

降水季节性 高程差 草地⁃斑块数量

湿度最大季度的降水量 高程标准误差 草地⁃斑块边缘密度

湿度最小季度的降水量 高程变异系数 裸地⁃平均邻近指数

最热季度的降水量 辛普森景观多样性指数 裸地⁃平均欧式最近邻接距离

最冷季度的降水量 香农景观多样性指数 裸地⁃斑块数量

景观类型丰富度 裸地⁃斑块边缘密度

水体⁃平均邻近指数

水体⁃平均欧式最近邻接距离

水体⁃斑块数量

水体⁃斑块边缘密度

气候变量与生境异质性变量的意义及计算公式详见参考文献［１５⁃１６］。
１．３　 统计分析

为了量化气候、生境异质性和景观破碎化的作用，本研究将解释变量分为 ３ 个相对应的变量集分别进行

模型拟合（分别对应于气候模型、生境异质性模型和景观破碎化模型）。 考虑到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

性的影响，采用主成分分析来消除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即分别将 ３ 组原始的解释变量进行主成分分

析，生成的相互正交的主成分变量。 由于本研究关注景观破碎化因子的解释能力，进行回归模型分析时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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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部主成分变量以减少自变量信息的丧失。

表 ２　 景观指数说明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景观指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景观指数计算公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斑块数量（ＮＰ）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ｔｃｈｅｓ

ＮＰ ＝ Ｎｉ

Ｎｉ 为景观类型 ｉ 的斑块数 。

平均欧式最近邻接距离（ＭＮＮ）
Ｍｅａｎ 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 ｎ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ｉｎｄｅｘ ＭＮＮ ＝

∑
ｍ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ｈｉｊ

Ｎ
ｈｉｊ 为从斑块 ｉｊ 到同类型的斑块的最近距离之和，Ｎ 为具有最近距离的斑块总数。

平均邻近指数（ＭＰＩ）
Ｍｅａｎ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ＭＰＩ ＝
∑
ｎ

ｊ ＝ １

ａｉｊ

ｈ２
ｉｊ

( )
ｎｉ

ｎｉ 为景观类型 ｉ 的斑块数，ａｉｊ 为景观类型 ｉ 斑块面积，ｈ２
ｉｊ 为某斑块到同类型斑块的

最近距离。

斑块边缘密度（ＥＤ）
Ｅｄｇ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ＥＤ ＝

∑
ｍ

ｋ ＝ １
ｅｉｋ

Ａ
１００００( )

ｅｉｋ 为景观类型 ｉ 的斑块边缘总长度，Ａ 为景观总面积。

回归模型中变量的空间自相关可能导致参数估计偏差，增加 Ｉ 型误差的概率［１８］。 本研究使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系数来检测模型残差的空间自相关水平。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的值域为［－１，１］，值趋于 １ 表明总体上空间正相关

程度较高，性质相似的单元分布较为集中；指数的值趋于－１ 表明空间负相关程度较高，总体上邻近单元间差

异较大，高值与低值单元邻近，性质相似单元趋于离散分布；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的值接近 ０ 则表明总体空间自相关

程度较低，空间单元属性值均接近 ０ 或平均值，或者总体上趋向于随机分布的格局［１８］。
本研究分别采用最小二乘（ＯＬＳ）模型和空间自回归（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ＡＲ）模型（本文假设空

间自相关存在于误差项中，因此选择 ＳＡＲ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进行关联分析［１９］。 采用 ＡＩＣ 与伪决定系数（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来比较不同模型的拟合优度［２０］。 进一步利用方差分解技术比较 ３ 组变量的相对重要性［８］。 为确保数据的正

态性，模型拟合之前对物种丰富度数据进行对数变换。 统计分析在 Ｒ ３．３．１ 软件中进行，ＳＡＲ 模型分析用

ｓｐｄｅｐ 包完成［２１］。

２　 结果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表 ３），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物种丰富度对景观破碎化变量的响应表现出相同的方向

性，但不同景观破碎化变量的效应具有明显差别。 考虑到景观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本文利用主成分回归

重点考察破碎化因子作为整体（而非单个因子）与物种丰富度的关联强度。 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ＬＳ）模型与空

间自回归（ＳＡＲ）模型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残差曲线图（图 ２）表明在 １００ ｋｍ 尺度上，空间自回归模型的残差稳定在 ０
附近，表明空间自回归模型对于解决空间自相关问题有较好的效果。 ＳＡＲ 模型具有更高的拟合优度和更小

的 ＡＩＣ 值。 为了更好地区分各组变量的作用的相对强弱，通过 ＯＬＳ 模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和 ＳＡＲ 模型非空

间部分的伪决定系数来进行判定。 对于鸟类和哺乳动物来说，不考虑空间自相关时（ＯＬＳ 模型和 ＳＡＲ 模型中

的非空间部分），景观破碎化模型的拟合优度都略低于气候模型与生境异质性模型，其解释率达到约 ３０％—
５０％；当考虑空间自相关时（ＳＡＲ 模型），景观破碎化模型具有最高的拟合优度，其解释率达到约 ６０％—８０％
（表 ４）。 统计结果总体上表明景观破碎化对于鸟类和哺乳动物多样性的地理格局具有重要影响。

方差分解的结果显示，单纯由景观破碎化因子解释的物种丰富度变异都较小，分别为 ２．６％（哺乳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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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基于 １００ ｋｍ×１００ ｋｍ 网格的物种丰富度和景观水平破碎化变量空间分布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ｌｅｖｅｌ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ｒ １００ ｋｍ×１００ ｋｍ ｇｒｉｄ ｃｅｌｌ

ａ：哺乳动物，Ｍａｍｍａｌｓ； ｂ：鸟类，Ｂｉｒｄｓ； ｃ：平均邻近指数，ＭＰＩ； ｄ：平均欧式最近邻接距离，ＭＮＮ； ｅ：斑块边缘密度，ＥＤ； ｆ：斑块数量，ＮＰ

５．７％（鸟类）（图 ３），但是与单纯的气候与生境异质性因子的解释率相比较而言，并不能完全忽视。 而且景观

破碎化与其他两类环境变量有着较高的交叉解释率，对于哺乳动物，交叉解释率达到了 ３８．７％，而对于鸟类，
其交叉解释率也达到了 １８．１％，明显高于景观破碎化变量的单独解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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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气候、生境异质性以及景观破碎化变量与物种丰富度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气候
Ｃｌｉｍａｔｅ

相关系数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哺乳动物
Ｍａｍｍａｌｓ

鸟类
Ｂｉｒｄｓ

生境异质性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相关系数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哺乳动物
Ｍａｍｍａｌｓ

鸟类
Ｂｉｒｄｓ

景观破碎化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相关系数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哺乳动物
Ｍａｍｍａｌｓ

鸟类
Ｂｉｒｄｓ

年平均气温 ０．５０３∗∗∗ ０．３６４∗∗∗ 增强型植被指数相
关系数

－０．３３０∗∗∗ －０．１１７∗∗∗ 景观水平⁃平均邻近
指数

－０．３７２∗∗∗ －０．２９１∗∗∗

昼夜温差幅度 －０．５３６∗∗∗ －０．３６５∗∗∗ 增 强 型 植 被 指 数
幅度

０．０４８ ０．１２８∗∗∗ 景观水平⁃平均欧式
最近邻接距离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５

等温性 －０．０８３∗ ０．０４２ 增强型植被指数香
农多样性指数

０．４３５∗∗∗ ０．３４３∗∗∗ 景观水平⁃斑块数量 ０．５２６∗∗∗ ０．３５３∗∗∗

温度季节性 －０．２６８∗∗∗ －０．２６１∗∗∗ 增强型植被指数辛
普森多样性指数

０．２５２∗∗∗ ０．２３５∗∗∗ 景观水平⁃斑块边缘
密度

０．３０９∗∗∗ ０．２３４∗∗∗

最热月份的最
高气温

０．３１５∗∗∗ ０．１７８∗∗∗ 增强型植被指数标
准误差

０．０１１ ０．０９７∗∗ 农田⁃平均邻近指数 ０．１２２∗∗∗ ０．０６４

最冷月份的最
低气温

０．５０１∗∗∗ ０．３７５∗∗∗ 增强型植被指数均
一性

－０．２４９∗∗∗ －０．０７４∗ 农田⁃平均欧式最近
邻接距离

－０．１４４∗∗∗ －０．１２０∗∗∗

年温差幅度 －０．３６５∗∗∗ －０．３１６∗∗∗ 增 强 型 植 被 指 数
方差

０．２４４∗∗∗ ０．２７４ 农田⁃斑块数量 ０．４０４∗∗∗ ０．２４１∗∗∗

最湿季度的平
均气温

０．３６１∗∗∗ ０．２３６∗∗∗ 增强型植被指数对
比度

０．２５０∗∗∗ ０．２７３∗∗∗ 农田⁃斑块边缘密度 ０．５１８∗∗∗ ０．３８２∗∗∗

最干季度的平
均气温

０．４３８∗∗∗ ０．３４９∗∗∗ 增强型植被指数均
匀度

０．１８５∗∗∗ ０．１８４∗∗∗ 森林⁃平均邻近指数 ０．３３４∗∗∗ ０．２４０∗∗∗

最热季度的平
均气温

０．３９３∗∗∗ ０．２４４∗∗∗ 增强型植被指数熵 ０．４７０∗∗∗ ０．３３８∗∗∗ 森林⁃平均欧式最近
邻接距离

－０．１１９∗∗∗ －０．０７１∗

最冷季度的平
均气温

０．４９２∗∗∗ ０．３８１∗∗∗ 增强型植被指数相
异度

０．４０４∗∗∗ ０．３３９∗∗∗ 森林⁃斑块数量 ０．４２６∗∗∗ ０．３００∗∗∗

年平均降水 ０．５４８∗∗∗ ０．３７４∗∗∗ 增强型植被指数变
异系数

－０．０５３ ０．０６２∗ 森林⁃斑块边缘密度 ０．５６０∗∗∗ ０．４５３∗∗∗

湿度最大月份的
降水量

０．５２６∗∗∗ ０．３８４∗∗∗ 增强型植被指数同
质性

－０．２８７∗∗∗ －０．１２８∗∗∗ 草地⁃平均邻近指数 －０．２２７∗∗∗ －０．２４８∗∗∗

湿度最小月份的
降水量

０．４２９∗∗∗ ０．２２２∗∗∗ 增强型植被指数最
大值

－０．２７３∗∗∗ －０．０９７∗∗ 草地⁃平均欧式最近
邻接距离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８

降水季节性 －０．４５１∗∗∗ －０．２９４∗∗∗ 高程差 ０．１６３∗∗∗ ０．２５９∗∗∗ 草地⁃斑块数量 ０．５１２∗∗∗ ０．３８５∗∗∗

湿度最大季度的
降水量

０．５４２∗∗∗ ０．４０１∗∗∗ 高程标准误差 ０．１４２∗∗∗ ０．２３６∗∗∗ 草地⁃斑块边缘密度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３

湿度最小季度的
降水量

０．４１４∗∗∗ ０．２１１∗∗∗ 高程变异系数 ０．３１４∗∗∗ ０．２９４∗∗∗ 裸地⁃平均邻近指数 －０．３６５∗∗∗ －０．２７５∗∗∗

最热季度的降
水量

０．５３６∗∗∗ ０．４１４∗∗∗ 辛普森景观多样性
指数

０．３９６∗∗∗ ０．３１６∗∗∗ 裸地⁃平均欧式最近
邻接距离

０．１５２∗∗∗ ０．０４８

最冷季度的降
水量

０．３９５∗∗∗ ０．１９５∗∗∗ 香 农 景 观 多 样 性
指数

０．３３８∗∗∗ ０．２８４∗∗∗ 裸地⁃斑块数量 －０．２８７∗∗∗ －０．２５９∗∗∗

景观类型丰富度 ０．２９６∗∗∗ ０．２０７∗∗∗ 裸地⁃斑块边缘密度 －０．４７２∗∗∗ －０．３７５∗∗∗

水体⁃平均邻近指数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７

水体⁃平均欧式最近
邻接距离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

水体⁃斑块数量 ０．１６９∗∗∗ ０．１２５∗∗∗

水体⁃斑块边缘密度 ０．０８８∗∗ ０．０９０∗∗

　 　 ∗∗∗ Ｐ ＜０．００１， ∗∗ Ｐ ＜０．０１， ∗ Ｐ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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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ＳＡＲ 模型和 ＯＬＳ 模型的残差 Ｍｏｒａｎ′ｓ Ｉ系数

Ｆｉｇ．２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Ｒ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ＯＬＳ ｍｏｄｅｌｓ

表 ４　 鸟类与哺乳动物物种丰富度 ＯＬＳ 模型和 ＳＡＲ 模型预测效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ＬＳ ａｎｄ ＳＡＲ ｍｏｄｅｌ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ｂｉｒｄｓ ａｎｄ ｍａｍｍａｌ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模型
Ｍｏｄｅｌｓ

哺乳动物 Ｍａｍｍａｌｓ 鸟类 Ｂｉｒｄｓ
ＯＬＳ ＳＡＲ ＯＬＳ ＳＡＲ

Ｒ２ ＡＩＣ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非空间部分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ＡＩＣ Ｒ２ ＡＩＣ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非空间部分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ＡＩＣ

气候 Ｃｌｉｍａｔｅ ０．５２０ ２１４５ ０．７９３ ０．４１２ １５８４ ０．４１７ ２４６９ ０．５８３ ０．３９５ ２２７１

生境异质性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０．４８５ ２２０９ ０．８０４ ０．４２１ １５４７ ０．３２７ ２６００ ０．６０７ ０．２７９ ２２５９

景观破碎化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０．４７６ ２２２９ ０．８０４ ０．４１３ １５７５ ０．３００ ２６３９ ０．６１６ ０．２３８ ２２５５

３　 讨论

生物多样性的地理格局及其形成机制是宏生态学与生物地理学的研究主题之一［１４，２２］。 过去几十年来，
大量研究关注于理解生物多样性地理格局的驱动因子，并由此产生了大量理论和假说（如能量假说、水热假

说、生境异质性假说、进化历史假说等［２０］）。 随着全球尺度环境数据的普及和精度的提高，研究人员开始关注

气候和地形等主导因素以外可能发生作用但在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驱动因素［２３］。 对于宏观生态格局，研究

者往往先验地假设这些相对较小尺度的过程不会对更大尺度的格局产生影响，然而最近一系列相关研究发现

该假设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２４］。 例如传统研究通常认为生物间相互作用（如竞争、捕食等）只可能影

响群落尺度上的生态格局和过程，然而最新的研究表明这种群落尺度的相互作用可能产生跨等级的作用，从
而影响到大陆尺度上的生物多样性格局［２５］。 涉及到生境破碎化的效应，虽然研究者早已认识到该因素在景

观尺度对物种多样性分布具有重要影响，但一直以来并未注意到其在宏观尺度上也可能发挥显著作用。 近年

１０６７　 ２２ 期 　 　 　 邱廉　 等：宏生态尺度上景观破碎化对物种丰富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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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基于 ＳＡＲ 模型非空间部分的方差分解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ＡＲ） ｍｏｄｅｌｓ

Ａ：气候因子，Ｃｌｉｍａｔｅ； Ｂ：生境异质性因子，Ｈａｂｉｔａｔ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Ｃ：景观破碎化因子，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景观格局因子同样也可能产生跨尺度作用，在国家乃至大陆尺度上的物种分布与多

样性的地理格局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６⁃７］。
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景观破碎化对中国大陆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物种丰富度地理格局的确具有明显的关

联关系。 基于多元回归模型单独观察景观破碎化变量的效应，可发现其对物种丰富度的方差贡献率最高可达

近 ５０％（基于非空间模型）或 ８０％（基于空间模型），仅略低于气候和生境异质性的效应。 方差分解的结果表

明景观破碎化的单独解释率虽然较小，但并不足以完全忽视其效应；而且其很大程度上与气候和生境异质性

变量的贡献率相互重叠，这与 Ｒｅｉｎｏ 等［６］的研究结果一致。 由于变量之间存在的多重共线性，本文仅依靠统

计分析无法对重叠部分中景观破碎化的效应进行分解，有待于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以阐释景观破碎化相较于

其他宏观环境变量的相对重要性。
景观破碎化变量对于哺乳动物物种丰富度格局的总体解释率高于鸟类，这可能归因于其生活史特征的差

异。 鸟类由于具备飞翔能力，其生活史中的各项活动（例如迁徙、觅食等）通常发生在相对更大的空间尺度

上［２６］，相对哺乳动物而言具有相对更强的扩散能力［２７］，而表现出对景观破碎化相对较低的敏感程度；相反，
地表生境的破碎化使得哺乳动物更易受到生境隔离等效应的负面影响，从而表现出与破碎化因子更强的关联

程度。
研究在对原始解释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统计建模，这可以有效解决解释变量之间多重共线

性的影响；另外由于单个景观变量的效应通常较弱［６⁃７］，这种方法也可以避免逐步回归分析中由于变量筛选

导致的无法对景观破碎化变量的整体效应进行评估的问题。 当前关于景观破碎化对物种丰富度影响的研究

主要关注于其负面效应，本研究中的单变量分析结果的确发现，在宏观水平上诸多景观破碎化变量与鸟类和

哺乳动物的物种丰富度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同时也有相当比例的破碎化变量（例如景观水平上的斑块

数量和斑块边缘密度）与物种丰富度呈正相关关系。 由于景观格局对种群大小与物种多样性维持同时存在

多种（正面与负面）复杂效应，景观格局指数间的共线性可能导致其他格局因子的效应掩盖破碎化的负面效

应，分离不同景观格局因子的混合效应还有待于后续深入研究。 另外考虑到生物种群对生境破碎化有时以非

线性的方式进行响应，提出与生态过程相符的研究假说并建立捕捉非线性关系的合适统计模型（如广义加性

模型等）有助于深入理解生境破碎化对生物多样性的效应。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Ｃｅｂａｌｌｏｓ Ｇ， Ｅｈｒｌｉｃｈ Ｐ Ｒ， Ｂａｒｎｏｓｋｙ Ａ Ｄ， Ｇａｒｃíａ Ａ， Ｐｒｉｎｇｌｅ Ｒ Ｍ， Ｐａｌｍｅｒ Ｔ Ｍ．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ｕｍａ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ｏｓｓｅｓ：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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